
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肖文奎 

笔者已是耄耋之年，闲暇无事，对过去亲历、亲见的事一一进行了回顾，使

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年代。当时我在城关公社工作，后调回周口店管理区。 

当时，周口店地区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刮

起了“三风”，实行了“两化”，出现了“两减”。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

风；行动军事化、农民吃饭食堂化；粮食减产、社员减收。 

“共产风”：1958 年不少人误认为实现了共产主义，过上了幸福生活，于是

刮起了共产风，和其他地区一样兴起了“一平二调”的风暴（平均主义、无偿调

拨）。村与村之间、队与队之间打破了界线，生产资料无偿调拨使用，社员的生

活资料无偿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分给社员食堂使用。土地，村与村之间可

以无偿调拨占用，离那村近就归那村耕种，还可在地上搞建筑。相互侵占的现象

严重出现，周口村第一生产队从社员家无偿调出的大笸箩等生活资料又被第四

食堂调走，社员把这种做法取名“刮旋风”，给后来的纠风工作增加了很大工作

量。 

共产风大大的伤害了社员的积极性，生产、生活资料受到了严重损失。有的

社员把自家准备盖房的木料砸了当劈柴烧火或廉价卖掉，有的把自家做饭用的

铁锅砸了卖废铁，每户只留吃饭用的碗筷。 

“浮夸风”：提倡飞跃“快马加鞭，一日千里”当时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都

怕被说成右倾保守，各行各业掀起了放卫星、创高产的高潮，谁都不甘落后。农

村放卫星主要是粮食创高产，当时流传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干部要敢想、敢说、敢干，否则，不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就要被淘汰。在这样

的误导下，农村出现了不顾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制订了生产计划和指导工作。

村与村、队与队之间掀起了你追我赶报高产的生产竞赛高潮。竞赛中谁也不甘示

弱，你亩产报八百，他就报一千，甚至超千斤的大话、空话现象。周口店公社是

比较“保守”的，但在那种形势压力下仍出现了浮夸现象。当时全公社平均亩产

300 斤稍多点，在制订 1959 年生产计划时亩产还是报了千斤以上，谁要说亩产

不能到千斤，就被说成是右倾保守，被定为辩论对象受到批评。原西庄村支部书

记，1949 年 3 月份入党，一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对上级党委

分配的任务不讲条件，不打折扣。在制订 1959 年生产计划时，不愿脱离实际地

说假话、大话，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思想，受到了批评。在形势的压力下，他违心

的制订了亩产超千斤的计划指标，才算过了关。但这位支部书记的思想一直很沉

闷，工作打不起精神，1961 年公社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为他做了甄别工作，才



卸掉了思想包袱。 

“瞎指挥风”：也叫强迫命令。当时各大队干部都怕被说成是右倾，于是，

各种脱离实际地瞎指挥现象都涌现出来，归纳起来有四种；一是深翻土地。只

讲深翻，不因地制宜，使土地表层受到破坏。秋播小麦时土地深翻要达到一米，

否则就是不合格。周口村第一生产队在村西“轿杆地”组织全队劳动力，用铁

锨深翻一米。这块土地的土层只有 50 多公分厚，土层下面是河卵石，村干部

按照上级的要求，运走了河卵石，再从别处运土回填，全队 100 多名劳动力，

打着红旗，冒着严寒，干了一冬，这块五亩多地只翻了一半，结果是土地表层

受到了破坏，第二年播种的大麦抽穗时全部倒伏，基本上没有收成。社员说；

“这是瞎折腾劳民伤财”。二是密植不合理，盲目的追求密度，错误的认为越密

越好。当时流传着株数越多，产量越高，有苗三分收，没苗难打粮的说法。小

麦每亩播种量要求 150—200 斤，结果麦苗起身拔节时，通风差，光照不足，

秸秆软，患锈病，又倒伏 ，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三是形式主义，缺乏科

学性，不因地制宜。1959 年周口店公社制订生产计划时上级通知：京周公路两

旁播种小麦，一律采取南北垅播种。理由是整齐、一致、好看，实际上这样做

有很多弊病，不好耕地，土地不好平整，施肥浇水难度大，不利于小麦的日常

管理，产量受影响，公社据实的反映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只算经济账，

不算政治账”。 

“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为响应上级“赶美超英”的号召，原城关大公社

成立了炼铁专业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土法上马在周口店村西（现在的京周公

路西侧）建起了十几个土高炉，炉旁边安上小吹风机（俗称风葫芦）。每炉一个

进行吹风，白天青烟遮日，夜里灯火通明，没有铁矿石就向各村分配上缴废铁任

务，各村再向社员按人分配任务。为完成任务，不少社员把自家的铁锅、铁盆铁

铧等砸碎上缴。不足部分再由各村将庙里的大钟，香炉砸碎了上缴，周口村砸了

两口大钟，约 1.5 吨重完成了上缴任务。 

“人海战术”：大轰大嗡，盛行人海战术，红旗飘扬。1958 年 11 月份一天

晚上原城关大公社接县委夜里有霜冻的通知。当时有一个村还有 100 多亩花生

没收立即组织公社直属连 200 多名劳动力，打着红旗，连夜到该村帮着抢收，

由于人多工具不足，不少人只得用手拔，仅用 4 个多小时 100 多亩花生全部收

完，向上级作了汇报，受到了表扬。结果是大部分秧棵好的花生丢在地里，每株

秧上只有几个没有仁的幼小嫩果（俗称老呱咀）。 

“行动军事化”：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各生产大队

改称连队，大队办公室改为连部，生产队改称排，取消了生产队名称，公社直属

专业队改为连队设有连长、指导员、文书。各村以排为单位，凡在年龄的社员，

（男 18 岁至 45 岁，女 18 岁至 40 岁）每天早晨一律出操跑步，未经批准不出

操食堂不准发饭。曾出现不少有小孩的妇女因不出操跑步挨了饿，有的出操跑步

小孩没人照看，得了感冒，社员对此做法非常不满意。 

下地干活的各排以排为单位排着队下地，社员喊着“一二一”的口号走出村，



出村后再按工种分开干活，象起棚垫圈的活在村里，也要排队出村后再回劳动地

点干活，往返浪费了不少时间。 

村里召开社员会时，以排为单位，排长（生产队长）带领社员喊着“一二一”

入场，哪排喊的整齐、响亮，受到表扬。反之，受到批评。 

“社员吃饭食堂化”：进入了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大二公”很快

出现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建起了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 ，在本公社范围内干活或

走亲访友，由食堂发给饭票，可在公社范围内任何一个食堂吃饭。本村社员食

堂每户按人发给饭证，凭证到食堂领饭。食堂初期由于社员把粮食全部交到食

堂，社员伙食很好，大米、白面随便吃，社员领饭不论大人小孩，一律按人分

配，不少社员吃不了剩余部分到处乱扔，出现了严重浪费现象。好景不长，几

个月的时间，食堂粮食吃光，加上粮食减产，社员每人每月仅吃原粮 30 斤，

不足部分采取瓜菜代。把野菜、树叶和粮食掺在一起做成主食。到后来连玉米

瓤子都用高温煮加上一定数量的火碱碾碎掺在粮食里一起做成主食，当时把它

叫做淀粉。 

食堂化后，社员的口粮全部由食堂安排，社员家里不再起火，来亲朋向食堂

申请客饭，曾出现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如：社员不出勤食堂不给饭，开会不参

加不给饭，不参加生产队组织的活动不给饭…….。因当时物资紧缺，社员想买点

副食是非常难的，只好饿着肚子。食堂也成了管制社员的工具，社员把食堂叫做

治人堂。尽管食堂弊端很多，也不能说不好，否则，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受到批判。车场村大队的支部书记是一位退伍的二等残废军人，在部队曾多次立

功，一贯拥护社会主义，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说了一句“食堂不如解散”，

被定为对社会主义不满，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被批判了一天多，被迫违心的在

会上做了检查，挫伤了他的积极性，直到 1961 年为他甄别后工作才主动起来。 

“三风两化”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干部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

不高，处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状态。社员对集体经济

不关心，不维护，干活出工不出力，见损害集体的行为两眼一合没看见或绕开走。

下地干活锄地采取“你耪深、我耪浅，谁也拉不远。除草灭荒只锄地头，不管地

里边。招玉米秸不带奓头（社员称牵笔杆），收花生用手拔秧，收麦子丢穗多等，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造成粮食减产，社员减收，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给国

家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 

“两减”给社员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吃粮标准降低，社员把食堂做的粥起

名叫“电影粥”，意思是稀的能照见影子。有的村劳动日值（10 分）一角多钱，

社员称之为“油饼队”劳动一年年终决算所剩无几，有的户还欠集体的。 

1961 年中央及时颁布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下发

了《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文件。 

根据两个文件精神，各级党委认真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瞎指挥风

和浮夸风，解散了农村社员食堂，对调走的物资彻底进行了退赔。明确了公社和

大队属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不得侵犯。恢复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建制，确定了以



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实行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得到了解决。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社员

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肖文奎：原周口店镇农机站站长 

 

 


